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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1927年中國國民黨

黨政體制的來源、設計及其特徵

⊙ 田湘波

 

「黨政體制」泛指國民黨與國家權力機關之間相互聯繫與相互影響的組織制度及其運行機

制。國民黨黨政體制是一種二元體制，它來源於蘇俄，有一套制度規定和聯繫管道，這個體

制有五個方面特徵。

一 黨政體制源於蘇俄

孫中山為甚麼要效仿蘇聯的黨治體制呢？這是由當時的國內國際環境決定的。從國內來說，

孫中山以民主主義思想為指導思想而領導的革命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使他一籌莫展。孫中山

救國救民的行為是合乎理性的，但「國內的政黨又無悠久的歷史，所謂代表民意，所謂共理

國政，因為基礎不堅固，對國民貢獻也就太少了」1。革命的失敗，使孫中山深深感到國家的

危亡存亡間不容緩，他又深深的覺得歐美民主都不合目前的要求：因為強國處從容之境，它

的政治還可以從容處理，而中國這個弱國處緊急之秋，則不能不有非常的措置。所以，他自

己挺身而出，不得不尋求新的理論和指導思想來作革命的指南，改變政黨制度，以負起復興

民族復興國家之責任。總之，「黨治決不是突然發生的，民國十二年豬仔議員結果了國會之

後，全國政治人人都感到沒有出路，所以十三年九月，孫先生出師北伐的時候，宣佈建國大

綱，並在前文裏，說明黨治之必要。」2「自從十三年改組以來，國民黨拋棄了議會政治的主

張而採取了一黨專政的理論，仿效蘇俄的共產黨而希望成為一個『壟斷政權的政黨』

（Monopolistic Party）。」3從國外因素來說，孫中山一方面祝賀俄國革命的成功，另一方

面也檢討自己何以失敗的原因，這影響到日後的聯俄政策。在這種內外的惡劣形勢下，他不

得不尋求支援。在國內，他北聯張作霖、段祺瑞和安福系；在國外，他尋求加拿大、英、

美、德及蘇聯的支持。結果，只有蘇聯方面有了回音。所以，黨政制度是依照客觀的需要發

展起來的4。學蘇俄從何處入手呢？

首先，就是從改組國民黨組織入手，以蘇俄為模範5。辛亥革命之所以失敗，原因之一就是

「未能獲得一有組織、有紀律、能瞭解本身之職任與目的之政黨故也」6。所以，孫中山表

示，要學習俄國，從事於有組織、有系統、有紀律的奮鬥7。實際上，孫中山與俄國和與德國

合作的動機是不一樣的。孫中山與蘇俄合作是基於蘇俄建立了反對戰爭、反對帝國主義的政

黨8。孫中山派蔣介石赴俄，當時列寧已經病重，但也見過托洛斯基諸人，經過一番切實的考

察，知道紅軍的組織和共產黨森嚴的紀律，成為日後回國改組國民黨和開創黨軍之一大動

機9。蘇聯也向蔣介石建議：「國民黨必須開展黨的工作，把自己的分支機搆擴展到全中國，



使國民黨的主義能為群眾所理解和接受，只有那時才能談得上真正的武裝發動，小打小鬧的

軍事遊戲才會停止。」10於是，孫中山任命鮑羅廷為臨時執行委員會顧問。鮑羅廷等人向孫

中山指出，沒有黨，沒有明確的黨綱，他任何時候都不會取得甚麼成就。他們還有步驟地在

汪精衛、廖仲愷、蔣介石等這些孫中山最傑出的信徒中做宣傳工作11。

其次，學蘇俄，注重宣傳。在孫中山確定聯俄之後，於1923年派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考察蘇俄

的黨政軍情況。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向代表團指出：「目前，孫逸仙和國民黨應該集中全力

在中國做好政治工作，因為要不然的話，在現有重要條件下的一切軍事行動都將註定要失

敗。斯克良斯基同志舉出俄國革命的例子。俄國革命的完成不僅是十月革命的結果，而且是

通過俄國共產黨長期堅持不懈的工作做了準備的。所以黨應該首先全力搞宣傳工作，辦報

紙、雜誌，搞選舉運動，等等。」12因此，孫中山表示：「國民黨改組，變更奮鬥的方法，

注重宣傳，不注重軍事。」13同時，通過宣傳，要使士兵為主義而打仗。

再次，要學習蘇俄的黨政體制原則。在國民黨「取得政權樹立政府之時」，處理黨政關係的

根本原則是「更應以黨為掌握政權之中樞」14。國民黨「一大」確立的黨政關係是：「一黨

統政，輔導人民行使四權，以監督政府運用五權」15。

最後，學蘇俄，要學習其精神。「現在有俄國的方法以為模範，雖不能完全仿效其方法，也

應仿效其精神，才能學得成功。」16

孫中山在確立以蘇俄為榜樣後，不再效法英美。孫中山一再表示：「蓋今日革命，非學俄國

不可……我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17再看1925年9月2日《晨報》的醒目

標題：「廣州實行三頭政治模仿蘇俄之專政」18。筆者再舉一例，說明以黨治國的精神來源

於俄國19：

南京22日路送電：參謀總長何應欽、於接見路透訪員時、談話如左、國民政府因信蘇俄

式委員制不適當故採用五院制度之新組織、而完全廢除共產主義方法……是以新政府改

組之結果、足示其以前模仿蘇俄式之各種制度、業已完全廢除也。

黨政體制是一個特定時期的產物和概念。黨政制度的形成是學習蘇聯經驗的結果。中國國民

黨的系統，其精神與原則，大體參考蘇聯共產黨，在黨的組織系統上，二者多相似之處20。

黨政體制是從1924年開始的。蘇聯的黨政體制或黨政關係是與歐美黨政體制或黨政關係根本

不同的，我們不能把二者混為一談。這也是筆者不同意有些學者把「黨治」混同「政黨政

治」的原因。

經過「改組，從制定新黨章，建立各級黨組織、確定民眾運動政策，建立黨軍，到實行聯

共，是孫中山晚年黨務革新的重大措施，和他同一時期合縱連橫的政治策略，交互為用，締

造了國民黨的新生命，也開創中國政治的新環境。國民黨人雖學習蘇俄組黨的方法，卻並不

接納馬克思主義或列寧主義這樣的意識形態。」21

二 黨政體制的制度設計

（一）從法制層面而言，規定黨政關係的基本法規



軍政時期，黨政組織處於初創之中，黨政之間採取何種形式聯繫，尚在摸索之中，所以沒有

專門調整黨政關係的法律。而且，中央黨政是一體的，也不需要太細的法來調節。這個階

段，主要由國民黨的政綱、中央黨務機關組織條例和國民政府及其他專門機關組織法進行宏

觀調控。

黨政關係制度之規範始見於孫中山交由中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並獲第一次全國

代表大會通過之《組織國民政府之必要提案》（內有總理手擬的《國民政府建國大綱》）。

其要點為：「國民黨當依此最小限度政綱為原則組織國民政府」，它明確提示了政府是實現

國民黨政綱的唯一工具。

1925年7月1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交國民政府公佈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

法》，7月5日國民政府公佈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組織法》，9月30日國民政府公

佈的《修正國民政府監察院組織法》，1926年7月7日國民政府公佈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

組織大綱》等，這四種法鮮明標示了國民政府及其各機關的直接黨治原則。

1926年1月23日二屆一中全會通過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條例》，6月1日國民政府奉發的

《政治委員會處理事務細則》，7月6日二屆中執委員臨時全會通過的《改善中央執行委員會

各部間辦事關係案》，這三個檔都規定中央政治委員會是國民政府的政治指導機關，是黨政

間的連鎖機關。

（二）從機關層面而言，中政會是政治決策機關-連結黨政關係之主管道

第一屆和第二屆中央執監委員會是國民黨的領導核心，中執會又是國民黨的中樞。當時實際

的政策決定與政策執行是由中執會主其事，軍事事務由軍事委員會負責，國民政府在北伐軍

事時期扮演的角色與功能，是有限的22。黨政聯繫的主管道是中央政治委員會，雖然中執會

也與國民政府緊密聯繫，但有關政治方面的決議案要通過中政會貫徹。「原來黨的組織是採

俄國共產黨的辦法。所以政府的組織，也有一部分採用蘇俄的制度。如政治會議就等於蘇維

埃的中央執行委員會。」23

中央政治會議成立的原由如下：中政會最早是孫中山於1924年7月提議設立的，其原型是仿效

俄共中央政治局。1919年，俄共鑑於人數眾多的中央委員會作為決策機構運轉不靈，乃決定

在中央委員會之下設立政治局和組織局，分別負責政治和組織工作。這兩個機構成立後，隱

然取代了中央委員會，而且政治局的權力又超乎組織局之上，實際成為俄共中央的最高權力

機構24。國民黨借鑑了這一制度。因為「中央執行委員會，雖有海外部工人部農民部婦女

部……各部，但因沒有政治指導機關，究未完備。」25所以，孫中山在鮑羅廷的建議下提出

成立一個特別機構，它由幾名可靠的國民黨領導人組成，孫中山任命鮑羅廷為顧問，主要職

能是處理重大政策問題26，輔助總理計劃政治的方針。孫中山「以總理的地位任命……這個

機關的人員」27並親任主席，可見地位之重要。這種諮詢機構「初無大權」28，不能對大本營

發號施令，只能給孫中山充當政治參謀。「所以初期的政治委員會，由孫中山先生直接負

責。」29這種結構主要是保證孫中山對黨政軍的統一指揮，因為他是國民黨總理，同時兼任

全代會主席、中執會主席和大本營政府大元帥。如圖1。

圖 1 孫中山時的黨政關係圖



孫中山去世後，「其制遂變」30，中政會從個人領導下的一個諮詢機構變成了一個常設的職

能決策建議機關，並制定中政會組織條例。它在諮詢機關的基礎上，授予一定程度的決策指

導權。廣州國民政府初期並未特設立法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政治委員會為一切政治作用

之發端，可視為最高之立法機關31。這樣，就不必事事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決策指揮，且可兼

管黨務（「在初創時，這個委員會是兼理黨務的。直至十七年二月三日，始將黨務剔開，成

為純粹黨控制政府的機關。」32），應變能力強。如圖2。正如汪精衛所說，由於政治委員會

「是各機關都有人在內的，有甚麼事情，大家都在政治委員會內充分討論，討論之後，或交

中央執行委員會去執行，或交國民政府省政府執行。」33

圖 2 孫中山去世後的黨政連結管道圖

中政會作為黨政關係的主管道職能可從其職權看出。1925年6月14日，中央政治委員會召開第

14次會議，通過議決案兩件：一是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內設政治委員會，以指導國

民革命之進行；二是關於政治之方針，由政治委員會決定，以政府名義行之。不僅確立政治

委員會本身之地位，也樹立政治委員會和政府的關係。1926年6月1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奉發



的《政治委員會處理事務細則》規定：「一、本會所收一切公文由秘書長商承主席分送各該

管機關處理之；但有下列性質之一者，由主席提出本會討論之：（甲）關係國家全體利害之

政策者；（乙）關係政府全體利害之政策者；（丙）關係本黨主義或決定者；（丁）有使本

黨內部發生意見之可能者。二、政府各高級機關發生事件有上列事項性質之一者，應由各機

關直接提出本會討論。」341927年3月10日《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決議案》第8條規定：「政治

委員會對於政治問題議決後，交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指導國民政府執行之。」35

國民政府和政治委員會的關係，可由三者說明：

一是政府組織法規和施政工作由政治委員會決定。在孫中山北上以前，中央政治委員會召開

十二次會議，其中較重要之決策及其執行情形如下：其一，由於中央監察委員會對共產黨人

提出彈劾，8月20日，第6次會議議決「國民黨內之共產派之問題」及「國民黨與世界革命運

動之聯絡問題」的處理辦法，並於次日舉行的中執會全體會議議決接受。其二，9月3日，第7

次會議，議決發表北上宣言。其三，11月1日，第12次會議，議決和北方合作條件，孫中山決

定北上。其四，1925年6月14日，中央政治委員會召開第14次會議，決定成立國民政府。因

此，可以說政治委員會是國民黨制定政策的樞紐，是黨政的連鎖機關。「一般參加政治的人

遂莫不以廁身其間為無上的榮耀，為政治活動成功的表徵。」36國民黨「二大」後「年來本

黨政府之外交內政建設軍事諸重要問題，均取決於政治會議，是政治會議不啻為黨中政治之

最高機關」。除中政會外，「分會有北京、廣州、武漢三處，故各省之軍事外交黨務諸重要

問題，均集中於黨，故政治會議確成為政治上黨務上軍事上唯一的指導機關。」37我們對比

一下1927年2月22日的第75次中央常務會議和25日的中央政治會議通過的重要議決案和決議

案，就可知二者的明確分工。中常會純係黨務機關，而中政會系政治機關，帶有立法機關性

質。前者通過的重要議決案有八項：（一）常務委員會表決方式應如何規定案；（二）議決

通過推舉陳其瑗同志為秘書長；（三）中央黨部辦事地點規定案；（四）現距離開全體會議

日期已近，應推定人員籌備一切及組織提案委員會案；（五）現在上海已發生總罷工事實，

應援助罷工工友案；（六）決議歡迎中華全國鐵路總工會全國郵務工人代表大會，應用中央

黨部國民政府名義招待各界一次；（七）電覆四川省黨部否認中央黨部派反革命派向傅義回

川指導黨務及辦理登記案；（八）決議由秘書處即電知南昌，請將黨部一切檔寄來武漢，並

催促各委員各職員即日到來辦公案等。而中政會通過的重要決議案有四項：（一）中央對於

上海外交之策略；（二）嗣後關於政治會議決案之通告執行，應用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行

之，但於文首聲敘經本會政治會議議決；（三）廣州控訴法院預算，由財政部照撥；（四）

教育行政委員呈報一二兩月預算，交財政部審查後再辦38。但中央常務委員會和中央政治會

議（1926年7月6日中央常務委員會與政治委員同開政治會議）並不是並列的，而是一種上下

級關係。中政會的組成人員名義上是中執會決定，實際上是中常會決定。1926年7月13日上午

10時半召開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40次會議上，中常會主席蔣中正「提

出請規定汪精衛、譚延闓、蔣中正、胡漢民、甘乃光、陳公博、邵力子、林祖涵、伍朝樞、

孫科、朱培德、譚平山、張靜江、于樹德、丁惟汾、王法勤、吳稚暉、陳友仁、何香凝、顧

孟余、宋子文為政治會議人員案」，會議決議一致通過39。

二是國民政府重要人事，包括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懲吏委員、監察委員等，也可由由

政治委員會決定40。中央政治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定胡漢民、許崇智等九人為軍事委員會

委員41。武漢國民政府時期，1927年3月15日，政治委員會決定國民政府新增五部部長，即：

衛生部長宋慶齡、勞工部長蘇兆徵、實業部長孔祥熙、教育部長顧孟餘、農政部長譚平山，



又決定宋子文兼任江浙財政處長42。

三是政府各高級機關要向中央政治委員會負責並報告工作。政府高級機關包括：「國民政府

軍事委員會；國民政府各部；國民政府監察院及審政院；國民政府司法行政委員會及教育委

員會；廣東省政府各廳（粵漢鐵路管理局報告關於行政事務由建設廳匯轉，關於財政由財政

部彙轉）；中央銀行；緝私衛商委員會；團務委員會；廣州市市政府。」43在廣東省政府成

立之前，七月「一日國民黨政治委員會訓令省政府各廳云：茲對廣東省政府各廳廳長發布訓

令如左：（一）廳長接任後須在六日之內向政治委員會報告該管情形並提出改革書；（二）

新設之各廳廳長於六日內向政治委員會提出該廳之組織計劃；（三）計劃須實際而經濟

者。」「又通知云：茲本會議決二事通知如左：（一）定於七月二日早十時省政府各廳廳長

與政治委員會開聯席會議；（二）各廳長應作報告說明省政府之目的，及特別指出吾人應為

廣東設立一有力而經濟之政府；（三）因此須廢除一切無用之機關，而只須維持有用之機

關，機關於必要時得增設之」44。「政府各高級機關每月終須將經過成績、將來計劃及不能

解決之困難報告本會；但外交部須半月報告一次。此項報告，須用書面呈送本會」，「審查

報告時，該機關長官得由本會令其到會說明，或自請到會說明」；「政府各高級機關發生事

件認為有緊急報告之必要時，得不待月終即臨時提出報告；但須預先陳明本會主席。」45正

因為中政會是「議行合一的黨治」機關，所以它的組成人員除了國民黨中樞人員外，省政府

也派人參加，而且「廣州重要機關，都有人列席」46，其目的是保證它的決議得到認真執

行。

三 黨政體制的特徵

1924年以前，黨政體制是一種代議制下的黨政體制，黨政關係是間接的，它是通過國會作為

聯繫的仲介或管道，國會對政府「處於督察的地位」，政府也牽制國會，它們是一種相互監

督關係。黨政關係的主管道是國會。1924年以後的黨政體制是一種黨治下的黨政體制，黨政

關係是直接的，「黨的指導政府是一種有運用的，並不跟議會一樣處於督察的地位」，「把

黨和政府分開，好像從前國會對待政府一樣，這是很大的錯誤。」47國民黨與政府雖有兩個

機構，但人卻是重疊的。而且，只有國民黨監督政府，政府卻不能制約國民黨。雖然中央政

治委員會也是黨政聯繫的仲介或管道，但中政會本身是中執會的一個特殊委員會。1925年國

民政府標明黨政關係聯繫的主管道是中執會。

從中央這個層面來看，軍政時期黨政體制的特質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以黨領政

1925年國民政府成立之前，國民黨的黨政體制是一種黨政合一的體制，國民黨的黨部機構即

為國家機構，國民黨的領袖即為國家元首。

1923年3月2日，孫中山在廣州成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孫中山以國民黨總理的身份兼大元

帥。大元帥大本營之組織和職權是非常性的，故該職也有許多不同於一般行政首腦之特點。

如：不由國會產生，故不對民意機關負責48。大元帥本身賦有極大的權力：第一，一切重要

政務，由大元帥處理；第二，各總司令、司令、軍、師等軍隊，由大元帥指揮調度；第三，



政府機關之組織，各機關之增設與裁併，及重要官吏之任免，皆由大元帥為之；第四，大元

帥公布條例，發布命令；條例之由各部公布者，須經大元帥之核准。因之，大元帥制度是一

種人治為基礎、政制混亂、具體而微之獨裁制49。總之，這種黨政一體或以黨領政的現象，

有其歷史與組織上的根源。到1924年改組國民黨時，成為定制50。

1925年雖建立了廣州國民政府，但其組織「非常簡單，不惟五院制度未具雛形，即行政各

部，如交通、實業、司法、教育等，亦付闕如。蓋當時政府局處一隅，凡百施設，均以軍事

為主體。故其政治組織，止能循事勢之需要為準則，規模無須過於宏大也。且政府之上，更

有黨焉。」51

有些學者沒有把「黨政合一」和「以黨統政」嚴格區分開來。其實，前者是指黨權與政權合

二為一的政治制度。其基本特點是：政府首腦與政黨領袖同為一人，政權和黨權由一人執

掌；國家法律以政黨黨綱黨義為依據，黨義是處理一切民間事務的準則，民眾受黨義所支

配。而「以黨統政」是訓政時期南京國民政府政治制度的原則。具體體現為：中國國民黨全

國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政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是最高決策機關。國民政府由

國民黨產生，對國民黨中央負責，對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案有執行的義務，並隨時

接受國民黨中央的監督和指導52。作這樣的區別當然不是沒有意義的，但「黨政合一」和

「以黨統政」具有某些共同特徵：都「由中國國民黨對政府各部門的政策與執行，進行決定

與監督，政府則著重在推行政策方面。」53前者與後者的主要區別在於：軍政時期的主要工

作「多在軍事」，「黨務與軍事政事混合」54，而訓政時期的主要工作是「建設」，黨務與

政治明顯分開。

（二）政府組織淵源於黨

國民政府為國民黨所創設，國民黨總理的教義和國民黨權力機關通過的決議案為制定國民政

府根本法（即《組織法》）的依據。如國民黨「一大」時，孫中山交由中國國民黨臨時中央

執行委員會提出並獲該會通過之《組織國民政府之必要提案》規定：「一、國民黨當依此最

小限度政綱為原則組織國民政府。二、國民黨當宣傳此義於工、商、實業各界及農民、工

人、兵士、學生與夫一般之群眾，使人人知設統一國民政府之必要。」552月13日，國民黨一

屆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了《國民政府組織問題案》，強調組織國民政府為當前「不容緩之

舉」。孫中山在京患病入院後，在京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即醞釀改組廣州大本營事宜及

未來政府組織原則。在廣州，國民黨政治委員會於2月19日舉行第13次會議，根據北京方面的

動議，作出「廣州政府應改為合議制」。6月14日，中央政治委員會召開第14次會議，通過了

《關於政府改組決議案》，議決改「革命政府」名稱為「國民政府」。次日，國民黨中央執

行委員會通過決議，正式決定改組大元帥府為國民政府56。旋又於第16次會議議決，設中央

政府，定名為國民政府，以委員若干人組織會議；並於委員中推舉一人為主席。又議決由中

央執行委員會根據民意，改組政府由大本營以命令頒布之。至第25次會議，通過《國民政府

組織法》57。1925年6月24日，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總參議代行大元帥職權胡漢民宣布接受中

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政府改組決議案並予以施行電。27日，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

發布改組政府訓令，7月1日，國民政府公布《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國民黨成立政府

的議案從制定到實施的程式是：

全代會提案→中執會決議案→中政會決議並制定組織法→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接受決議



案並公布組織法

從此可看出，1925年的國民政府組織法，實際由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據全代會和中執會決

議案制定並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1927年頒布的根本法也如此，並明定該法由中央執行委

員會解釋及修正。

（三）政府的權力來源於黨

國民政府所享權力，也淵源於國民黨。就根本法之形式言，國民政府權力既來源於根本組織

法，而根本組織法則來自國民黨。故政府之權力即間接由國民黨給與。就實質言，國民政府

權力淵源自國民黨也為顯然事實。

（四）政府的主要官吏由國民黨產生

其一，就國民政府的產生而言，國民政府主要官吏皆由國民黨產生，國府主席委員等皆由國

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

其二，就國民政府的組織言，國民政府之形式與運用及其更改，皆由國民黨為之決定。1925

年6月14日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政府改組議決案》決議設置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監察

院、懲吏院、省政府和市政委員會等六種機關及其下屬機構，並規定政府的委員制原

則58。1926年10月16日中央各省區聯席會議通過的《國民政府發展決議案》第二項規定：

「國民政府按照現在發展之情況，應擴張其組織如下：（甲）國民政府委員會中，須有能代

表國民政府統治下各省之人員充任委員；（乙）國民政府應添設軍事、交通、司法三部，原

有之軍事委員會仍應存在。」59

其三，就國民政府之人選言，國民政府中樞要員，同時亦即國民黨之幹部人物，一人身兼數

職，具有數種不同身份，也即黨政人事管道上相通──重疊的黨治特色，故國民黨對國民政

府能操縱裕如。關於這一點，後文有詳述。

（五）國民政府施政依據是黨綱政策

國民政府之政綱與政策，皆由國民黨為之供給，故一切政綱政策，由國民黨發源。「在國民

政府統治之下，簡直可謂黨的政策便是政府的政策，不過由黨中央決定了的政策，交給民眾

組織和政治組織中的負責黨員去執行罷了。」60它的具體程式是：中央黨部決定黨綱政策，

由中央政治委員會灌輸，國民政府執行。「黨政機關，雖各分立，而根本政令，必策於黨。

故曰：『關於政治之方針，由政治委員會決定，以國民政府之名義執行之。』是政治委員會

實有主要部分之立法行政權，國民政府不過承轉機關而已。」61正如汪精衛在國民黨「二

大」時所說：「國民黨二大最重要的就是要決定民國十五年本黨努力的方案，我們十五年努

力的成績，可說就在這次所定方案之如何，所以國民政府同人，對這回大會實有無限的希

望，無限的頌禱」，國民黨「二大」的方針，「國民政府同人是一定不顧一切，實行大會議

決的方案的。大會所議決的方案，無論如何艱難，如何困苦，一定切實執行，期不負各位的

希望。」62總之，當時國民政府的結構，是建立在黨政一體的原則上。由中國國民黨對政府

各部門的政策與執行，進行決定和監督，政府則著重在推行政策方面63。



（六）黨政雖各有其組織結構，但兩者在法律上是領導與被領導、支配與被支配的統

屬、監督與被監督的關係

「國民黨自十三年改組後，即實行以黨訓政之制，政府在國民黨的監督與領導之下，行使統

治權」64。上述的「議行合一的直接黨治」原則就體現黨政之間領導與被領導、支配與被支

配的統屬、監督與被監督的關係。此外，中央監察委員會有稽核中央政府之施政方針及政績

是否根據本黨政綱及政策之權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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